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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魏之争”：南北文学理念的碰撞与传衍 

李定广   严维哲 

【摘 要】徐陵与魏收，作为南朝与北朝文学的代表，两人之间的冲突值得关注。徐陵将魏收的文集沉江，称“为

魏公藏拙”；魏收则讽刺徐陵为“亡国之才”。这不能简单地用文人相轻予以解释，实则冲突背后潜藏着两人所代表

的南朝与北朝文学观念和文学高下之争。魏收与徐陵文学观念的主要差异表现为：理与情、雅与艳的对立，功利与

审美的对立，模拟与新变的对立，在对宫体诗的态度上对立尤其尖锐。“徐魏之争”是南北朝文学观念冲突的标本

性个案，一定程度影响了魏收族弟魏征在《隋书·文学传论》中对于宫体诗的评价，对唐代文学的观念和创作走向

产生了重要影响，也为考察我国中古文学从永嘉南渡以来的南北分流到唐代走向合流期间的对立、消长和融合提供

了一个窗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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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陵与魏收同为南北朝时期文学大家，各自是南朝和北朝的文坛领袖。徐陵在南朝与庚信并称“徐庚”,为宫体文学的代表

作家之一，有“一代文宗”
①
之美誉；魏收在北朝，与温子升、邢邵齐名，并称北朝“三才”

②
，有北朝文学“师匠”

③
之美称。

然而正是这两位南方与北方文学领袖人物之间，演绎了一场针锋相对的“徐魏之争”。这场“徐魏之争”一直以来仅作为文坛趣

事被提及，实际上它绝不仅仅是文人相轻式的个人冲突，更有深刻的文学史意义。 

一、“为魏公藏拙”公案与南北文学高下之争 

在南朝与北朝对立时期，总体上说，北朝文学是学生，是模仿者、追赶者，对于南方柔噜声中的清词丽句，他们往往带着

欣羡的眼光，遥遥南望，能够交流一二，是幸运也是荣耀。但北朝文学的领袖人物其实并不自卑和服输，而以“老师”自居的

南方文人也未必瞧得起“学生”的作品。北魏济阴王元晖业曾极力夸赞北朝文学名家温子升：“江左文人，宋有颜延之、谢灵运，

梁有沈约、任防，我子升足以陵颜栋谢，含任吐沈。”
④
认为温子升的文学水平在南朝诸名家之上。最典型的例子莫过于盛唐笔

记《隋唐嘉话》里的记载： 

梁常侍徐陵聘于齐。时魏收文学北朝之秀，收录其文集以遗陵，令传之江左。陵还，济江而沉之，从者以问，陵日：“吾为

魏公藏拙。”
⑤
 

魏收在徐陵南归之时，将自己的文集交付徐陵，“令传之江左”，说明魏收作为北朝文人，对自己的文学才华极为自信，试

图通过此举，使自己的作品在南朝得到更多的肯定与传播。而徐陵将魏收文集“沉江”的过激举动，则反映出他内心深处对于

魏收作品的不屑与否定。 

但后人未必认同徐陵“为魏公藏拙”这一看似爱护魏收的“仁义”说辞，对于徐陵此举大多不予认可。如明人王世贞云：“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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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得魏收文，辄投水，曰‘吾为魏公藏拙’。此非真爱魏公人也。” 
⑥
胡应麟《诗数》进一步分析曰：“魏收‘临风想玄度，对酒

思公荣’,‘尺书征建业，折简召长安’，不事华藻，而风骨伶然。徐陵欲为藏拙，文士相倾语耳。”
⑦
认为徐陵是出于文人相轻

而做出“沉江”之举，有不满徐陵心胸狭窄的意味。而有些研究者认为这条材料乃唐代小说家言，不尽可信，却又认为是符合

当时的时代风气的。如唐长孺先生就说：“刘惊小说家言，不尽可信，但却反映了庚信、徐陵对北方文人的褒贬为当时北人所重

视，也为后人所津津乐道。”
⑧
周一良先生指出：“这些可能是带有夸张性的故事传说，然而反映当时的倾向是可以肯定的。” 

⑨

钱锤书先生则认为“（此事）亦征南风之竞而北风斯下矣”
⑩
，证实了南朝文学的优势地位。 

其实，徐陵与魏收的直接交锋并非只此一例。《南史·徐陵传》载： 

太清二年，（徐陵）兼通直散骑常侍使魏，魏人授馆宴宾。是日甚热，其主客魏收嘲陵日：“今日之热，当由徐常侍来。”陵

即答日：“昔王肃至此，为魏始制礼仪；今我来聘，使卿复知寒暑。”收大惭。齐文襄（高澄）为相，以收失言，囚之累日。
○11
 

魏收首先发难，但徐陵“纵横有口辩”，予以还击。最后高澄以魏收失言，“囚之累日”。从徐陵的话语中可以看出，徐陵以

南齐王肃至北魏“为魏始制礼仪”类比，表现出对南朝文化极其自信，在心理上有着天然的优越感。从这段记载徐陵与魏收相

互讽刺看，二人可能存在矛盾，这与徐陵将魏收文集“沉江”一事不无关系。 

这里需要探讨的是，徐陵的“沉江”是仅仅针对魏收的文学创作而言，还是表达了对整个北朝文学的轻视？ 

如果审视徐陵与北朝其他文士的交往记录，足以证明徐陵对于许多北朝文士“个人”并不排斥，甚至不吝溢美之词。徐陵

在北方羁留七年时间内，与许多北朝文士有过很好的交游。比如与裴让之兄弟、杨惜、陆印等人，都有过诗歌、书信的交流。

北方文人也对于徐陵极为推崇，如裴让之《公馆燕酬南使徐陵诗》中有“异国犹兄弟，相知无旧新”的句子。徐陵南归之后，

北齐尹义尚有《与徐仆射书》，对徐陵在北方的影响，称赞有加：‘旧者谬泰后车，陪游上国二曾观礼乐，见季子之知音；经奉

侍言，磋郑侨之博物。如军书愈疾之制，碑文绝妙之词，犹贵纸于邺中，尚传声于许下。”
○12徐陵晚年写的《与李那书》里更是

对北周文人李祀的作品大加赞赏，他说：“敬析名作，获殷公所借《陪驾终南人重阳阁诗》及《荆州大乘寺宜阳石像碑》四首。

铿锵并奏，能惊赵鞍之魂；辉焕相华，时瞬安丰之眼。”
○13 

从这些材料都可以看出，徐陵与许多北朝文士关系还是比较融洽的。《陈书·徐陵传》评价徐陵“为一代文宗。亦不以此矜

物，未尝低诃作者。其于后进之徒，接引无倦”
○14，可知徐陵为人亦非骄傲自大之辈，对于后辈文人尚且“接引无倦”，那么对

于同年龄的魏收为何如此菲薄？魏收在《魏书·自序》中提到自己“又救兼主客郎，接萧衍使谢诞、徐陵”，可见魏收从内心深

处对于接待徐陵这段经历还是比较看重的。那么，魏收的诗“不事华藻，而风骨冷然”，何以不为徐陵所重？看来，所谓“吾为

魏公藏拙”的“沉江”之举似有超出个人之争的深层次含义。 

再看魏收，作为北朝文学的代表人物，即使在南朝也有较高的文学声望，决非平庸琐屑之辈。早在东魏孝静帝兴和元年（539)，

魏收以兼通直散骑常侍的身份，与王听一同出使梁朝，以辞藻富逸为梁武帝所称赞： 

“点李命世，王、魏中兴，未知后来复何如耳？”
○15徐陵在南方不可能不知道魏收的才华已经为萧衍所赏识。只是由于魏收

外交身份的限制，两人未能有长时间的交流，而徐陵被羁留北方七年，则提供了两人充分交流的机会。在交流的过程中，正因

为两人分别是南朝和北朝文学的最高代表，南北文学观念的差异和对立集中爆发，碰撞和冲突因而不可避免。最终导致了魏收

讽徐陵为“亡国之才”，而徐陵以“为魏公藏拙”为理由，沉魏收之文集于江。 

由此可知，徐陵与魏收的矛盾冲突，不只是文人相轻式的个人之争，实际潜藏着两人所代表的南朝与北朝文学观念和文学

高下之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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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徐魏之争”的文学表现及其因由 

“徐魏之争”主要因为二人的文学观念反差较大，而两人文学观念的主要差异，正可以视为南朝与北朝文学观念差异的标

本性个案。具体可从以下几个方面观察： 

其一，理与情、雅与艳：魏收、徐陵文学思想的对立。 

魏收重“理”，他的文学观主张“理”“气”并提，终归雅正。魏收在《魏书·文苑传序》云：“夫文之为用，其来日久。自

昔圣达之作，贤哲之书，莫不统理成章，蕴气标致。其流广变，诸非一贯，文质推移，与时俱化。”
○16将理、气并举，强调文质

随着时代的变化而变化。他对于“气”的重视，是对曹巫的《典论·论文》“文以气为主”的继承。魏收还认为自己的文学创作

归于“雅正”，他在《魏书·自序》中也称自己写的《南狩赋》“终归雅正”
○16，可见魏收的文学思想以“理”“气”“雅正”三者

为主要组成部分。 

徐陵的文学观是重“艳情”而轻“雅正”。他的选诗标准是“曾无泰于雅颂，亦靡滥于风人”
○17，谓其上不及《雅》《颂》等

作品，下不至《风》的佣俗。言语之间，认为所选诗歌，仅供娱乐，无需攀附雅颂。他和魏收交流之时，刚从梁代盛行的宫体

诗文化氛围中走出，尚未受到北方文化的影响，重视艳情诗，是很自然的。王运熙、杨明先生认为：“六朝人称颂文章，即使一

般文学，也每称为‘雅颂’，徐陵却明言这些艳歌只供娱乐而已，当然不能泰列于雅颂之流。语气中似流露出艳诗自有其用处，

无须高攀雅颂，也不欲跻身雅颂的意味。”
○18
 

其二，功利与审美：魏收、徐陵对于文体认知的对立。 

从两人文集的目录中可以看出两人文体选择的差异，即魏收重实用与功利性文体，而徐陵重娱乐与审美性文体。即使同一

种文体，也能显出这种取向差异。这里不妨以赋为例。魏收对于赋这一文体的地位和功用极为推重，认为赋的地位和功能不是

章、表、碑、志等文章可比：“会须作赋，始成大才士。唯以章表碑志自许，此外更同儿戏。”
 ○15他在《魏书·文苑传》中梳理永

嘉以前文学历史，对于屈原、司马相如、扬雄、班固、张衡这些辞赋作者最为推崇：“淳于出齐，有雕龙之目；灵均逐楚，著嘉

祸之章。汉之西京，马扬为首称；东都之下，班张为雄伯。曹植信魏世之英，陆机则晋朝之秀，虽同时并列，分途争远。永嘉

之后，天下分崩，夷狄交驰，文章珍灭。”
 ○16而从魏收的赋的创作情况来看，确是承接汉赋的讽谏传统的。《北齐书·魏收传》记

载：“孝武尝大发士卒，狩于篙少之南旬有六日。时天寒，朝野磋怨。帝与从官及诸妃主，奇伎异饰，多非礼度。收欲言则惧，

欲默不能已，乃上《南狩赋》以讽焉，时年二十七，虽富言淫丽，而终归雅正。帝手诏报焉，甚见褒美。”
 ○15可见是发扬了汉赋

以功用论为主导的传统。其《皇居新殿台赋》也是颂圣应用之作。 

而徐陵对于赋这一文体，未见发表意见，但从他今存唯一一篇赋作《鸳鸯赋》中，不难看出其对于赋这一文体的“审美”

态度。《鸳鸯赋》是一篇咏物赋，而汉魏六朝的咏物赋除了“审美”的功能外，并不负载讽谏、颂扬等政治的或社会的功能。尤

其是《鸳鸯赋》中的许多句子，都用七言诗句式，且具备唐人近体诗的声律之美，这在整个南朝赋作中也极为罕见。宋洪迈《容

斋随笔》卷一载：“徐陵《鸳鸯赋》云：‘山鸡映水那自得，孤莺照镜不成双。天下真成长合会，无胜比翼两鸳鸯。’黄鲁直《题

画睡鸭》曰：‘山鸡照影空自爱，孤莺舞镜不作双。天下真成长会合，两鬼相倚睡秋江。’全用徐语点化之，末句尤精工。”
○19宋

人作诗居然能基本照搬徐陵赋作的句子，其格律化的程度可见一斑。其赋的最后几句：“闻道鸳鸯一鸟名，教人如有逐春情。不

见临邓卓家女，抵为琴中作许声。”
○20其格律基本也与近体诗的七绝相一致。 

其三，模拟与新变：魏收、徐陵对文学创作态度的对立。 

模拟与新变，是南北朝时期两个对立的创作思潮。北朝文人更多模拟，南朝文人更多新变。魏收在具体创作中模拟南朝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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辈任防。颜之推《颜氏家训·文章篇》说：“邢子才、魏收俱有重名，时俗准的，以为师匠：邢赏服沈约而轻任防，魏爱慕任防

而毁沈约，每于谈宴，辞色以之。邺下纷纭，各有朋党。祖孝征尝谓吾曰：‘任、沈之是非，乃邢、魏之优劣也。”’
○21又《北齐

书·魏收传》记载：“收每议陋邢邵文。邵又云：‘江南任防，文体本疏，魏收非直模拟，亦大偷窃。’收闻乃曰：‘伊常于沈约

集中作贼，何意道我偷任防。’任、沈俱有重名，邢、魏各有所好。”
○22
 

徐陵主张“新变”，在《玉台新咏》的序言中就多次提到“新曲”“新声”“新制连篇”“属意于新诗”。徐陵的父亲徐搞“属

文好为新变，不拘旧体”（《梁书·徐璃传》），徐陵受父亲影响自是当然。再者，徐陵和萧子显都是萧纲文学集团的重要成员，

萧子显有著名的“若无新变，不能代雄”的主张，无疑会对徐陵的文学思想产生巨大的影响。北方魏收、邢邵等模拟的文风，

在提倡“新变”的徐陵眼中，是北朝文人对于梁初文坛不良风气的拙劣模仿。 

徐陵、魏收对文学创作的不同态度还集中体现在对沈约的评价上。沈约是南朝新变派的代表人物，“永明体”的创始人，倍

受齐梁文人的尊崇。徐陵在《玉台新咏》中收录的沈约的诗歌高达四十首，足以证明他的态度。徐陵在诗歌创作中努力遵循沈

约所倡导的“四声八病”。从徐陵现存的诗歌来看，他可以作出完全规避八病的诗歌。有人从声律上将徐陵与沈约的诗歌作品进

行了比照，得出的结论是“徐陵比沈约更能避免前四病；而在前四病中，徐陵比沈约更注意避免平头、蜂腰二病。„„徐陵对

后四病的重视程度却不及沈约。”
○23而魏收评价沈约云“我视沈约，正如奴耳”。

○24又《三国典略》记载：“魏收言及《沈休文集》，

毁短之。”
○25魏收不屑沈约等人新创的“永明体”，其诗歌自然不讲声律。而魏收对沈约的反感，实质上是沈约作为“新变”派代

表人物与魏收的重模拟的创作实践相抵梧。此外，北朝在经历了孝文帝的改革之后，南方的文化被视为一种象征与标杆，但北

朝人的内心深处一直有突出自身作为“中华”正统的意识。就魏收个人而言，其文学虽然师法江南，希望得到南人的肯定，又

期许自己代表的河朔文人超越江南，故通过贬斥南方新变派代表沈约来彰显自己的价值。 

三、“徐魏之争”的焦点：对宫体诗的态度 

“徐魏之争”最尖锐、对后世影响最大的恐怕还是对宫体诗的态度。徐璃、徐陵父子的宫体诗在南朝虽也曾遭到一些批评，

但并未影响到他们的宫体诗在南朝的主导地位。从徐陵的人生轨迹上来看，他对于萧纲、萧绎是充满感情的，他的家族也和萧

氏家族密不可分，一损俱损。徐陵自己不会认为导致梁朝衰亡的原因是宫体诗和轻艳的文风，他所编《玉台新咏》选宫体诗代

表人物萧纲的诗最多，就是明证。《玉台新咏》所收诗也被唐人看作宫体诗的代表而称为“玉台体”。此书基本不选北朝诗歌（除

了由南人北的庚信等人），仅收邢邵一首，当然不会选魏收的诗。而魏收则以北朝文学领袖的立场给予南朝宫体诗以最尖锐的批

判。据盛唐丘悦所著《三国典略》载： 

齐主尝问于魏收日：“卿才何如徐陵？”收对日：“臣大国之才，典以雅；徐陵亡国之才，丽以艳。”
○26 

“丽以艳”与徐陵在《玉台新咏序》中将宫体诗自称为“艳歌”以及史家所称“轻艳”
○27
含义相近。魏收认为这种艳丽的风

格是一种靡靡之音，是导致亡国的诗风，真正的昌盛的国家的文学风格应该是有宏大典雅的气度的。值得注意的是，魏收是以

一个北朝文学代表作家的立场，对北齐君主说出这样的话的，在当时必定产生较大的影响。 

魏收的这种观点到唐代得到了有力的响应。唐初魏征在《隋书·文学传序》说： 

梁自大同之后，雅道沦缺，渐乖典则，争驰新巧，简文、湘东，启其淫放，徐陵、庚信分道扬镰，其意浅而繁，其文匿而

彩。词尚轻险，情多哀思，格以延陵之听，盖亦亡国之音乎。
○28
 

魏征在《隋书·经籍志》中又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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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简文之在东宫，亦好篇什，清辞巧制，止乎任席之间，雕琢蔓藻，思极闺闲之内，后生好事，递相放习，朝野纷纷，号

为“宫体’,，流宕不已，讫于丧亡。
○28
 

魏征给宫体诗“亡国之音”的定位，成为后来文史学家对宫体诗的基本评价立场。而撰写《隋书》的魏征，恰恰是魏收的

族弟。《旧唐书·魏征传》载： 

魏征，字玄成，巨鹿曲城人也。父长贤，北齐屯留令。
○29 

《北史·魏长贤传》载： 

魏长贤，（魏）收之族叔也。„„孝静北迁，亦徙居邺。博涉经史，词藻清华，举秀才，除汝南王悦参军事。入齐，平阳王

淹辟为法曹参军，转著作佐郎。更撰晋书，欲还成先志。„„武平中，辞疾去职，终于齐代，不复出仕。周武平齐，搜扬才俊，

辟书屡降，固以疾辞。卒年七十四。贞观中，赠定州刺史。子征。
○30
 

尽管魏征出生的时候，魏收已经去世八年了，但是魏收作为北朝文学的代表人物，必然会是家族中的杰出代表而被传颂。

他对于南朝文学的看法，对徐陵及宫体诗的评价，态度鲜明，必会在家族内部流传。由此对魏征产生影响，是不足为怪的。或

者可以这样说，我们能从魏征对于南朝宫体诗的激烈批判的言语中，读出隐藏在背后的魏收对于徐陵的态度。 

其实，魏收对于宫体诗的态度存在一定的矛盾性，那就是：口头激烈批判，暗中学习模仿；或者说理论上批判，创作中模

仿。他现在保存下的诗歌中有不少是模拟南朝宫体诗类型的作品。比如《挟瑟歌》：“春风宛转人曲房，兼送小苑百花香。白马

金鞍去未返，红妆玉著下成行。”
○31
后来就被郑玄抚收人《续玉台新咏》里。明代杨慎的《升庵诗话》卷十四评价说：“此诗缘情

绮靡，渐入唐调。李太白、王少伯、崔国辅诸家皆效法之。”
○32
可见其有学习宫体的痕迹。又如《掉歌行》：“雪溜添春浦，花水

足新流。桃发武陵岸，柳拂武昌楼。”
 ○31
《永世乐》：“绮窗斜影入，上客酒须添。翠羽方开美，铅华汗不露。关门今可下，落饵

不相嫌。”
 ○31
写景状物都向艳丽细微的方向发展。还有《美女篇二首》更不必论。萧涤非先生认为这些作品“字矜句炼，语艳情

靡，尤逼萧梁简文帝”。
○33
 

像魏收这种文学批评与文学创作不一致的情况，在古代并不少见，即使李白、杜甫这样伟大诗人也存在口头上批评南朝、

创作上学习南朝的现象。魏收不喜欢沈约，与徐陵争胜，否定宫体诗，但是内心深处对于南方的那些事物，南方的地名，都有

一种向往。他的诗歌在意象上，雪、花、桃、柳，都呈现出一种微妙的动感，这是典型的南朝诗歌写法；在辞藻上，也留有南

朝宫体文学浓艳的影子。但作为北朝诗人，他又接受北地清新、自然、质朴的地域特色。比如他写《庭柏诗》：“古松图堰盖。

新柏写炉峰。凌寒翠不夺。迎暄绿更浓。”
○34像“凌寒翠不夺”这样有风骨的句子，很少会出现在宫体诗人们的笔端。魏收诗歌

中所体现的南方词采和北方风骨的两极，其实就是日后唐诗所融合的方向。限于时代和风气的影响，魏收没能将之融合贯通，

而是将这种矛盾留在他的作品中。 

四、“徐魏之争”的文学史意义 

“徐魏之争”是文学上南北之争的缩影，既是历史的偶然，更是历史的必然，其文学史意义可从如下几个方面观察： 

（一）“徐魏之争”标志着南北文学开始走向对等交流。 

徐陵和魏收之间的对立，代表着南北朝末期南北文学交流的新趋势：北方文学正逐渐确立自己的地位，不再是南方的附庸，

甚至有意识地给南方文学予反哺。而在此之前，南朝文学一直是北方学习的对象。《南齐书·王融传》记载齐武帝永明中，北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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遣使向南齐求书，结果“朝议欲不与”。王融上疏力主赐给，认为可以通过文化渗透，来统一北地，其疏云：“若来之以文德，

赐之以副书，汉家轨仪，重临瓷辅，司隶传节，复人关河，无待八百之师，不期十万之众，固其提浆伫侯，挥戈愿倒，三秦大

同，六汉一统。”
○35
可见南人对其文化之自信。但是北魏孝文帝改革后的北方，在文化上的发展十分迅速，造就了以洛阳为中心

的一个繁荣的文化圈。在这个文化圈中，北人从江南积极吸取文化，又反哺给江南，从而产生巨大的影响力。《洛阳伽蓝记》卷

二“景宁寺”条说："（陈）庆之还奔萧衍，用为司州刺史，钦重北人，特异于常。朱异怪复问之。曰：‘自晋、宋以来，号洛

阳为荒土，此中谓长江以北，尽是夷狄。昨至洛阳，始知衣冠士族，并在中原。礼仪富盛，人物殷阜，目所不识，口不能传。

所谓帝京翼翼，四方之则。如登泰山者卑培楼，涉江海者小湘、沉。北人安可不重？’庆之因此羽仪服式，悉如魏法。江表士

庶，竞相模楷，褒衣博带，被及袜陵。”
○36
这个事例足以看出北地文化对于江南的冲击之大。 

徐陵出使北方的时候，温子升刚刚去世，北地三才只剩下邢、魏两人。而魏收的文才，是被当时的统治者所推崇的，史书

上说“始收比温子升、邢邵稍为后进，邵既被疏出，子升以罪幽死，收遂大被任用，独步一时”
○37
。如果说在北地三才出现之前，

北朝的文学还是南朝文学的学生，两者相去甚远；那么，三才的出现，开始让北方的文士看到了可以与南朝一流文人分庭抗礼

的局面。同时，经历侯景之乱的南朝无论从经济还是军事实力上已经失去了与北方相匹敌的位置，在文学创作上，北方文人也

迫切需要建立起自己的信心，来表明自己作为中华文化“正统”传承者的地位。徐陵与魏收之争，象征着北魏孝文帝“汉化”

改革之后，南北逐渐趋向一统格局的历史大趋势下所造就的文化的双向影响。 

（二）“徐魏之争”是考察我国中古文学从永嘉南渡以来的二水分流，到唐代走向南北合流过程中的对立、消长和融合的一

个窗口，对唐初文学的观念和创作走向亦有重要影响。 

我国的中古文学从晋永嘉南渡以来呈现南北方文学各自独立发展、二水分流的局面。除了地位上由南强北弱到南北分庭抗

礼的消长外，风格上亦由“清绮”“贞刚”的对立发展到逐渐融合。正如魏征在《隋书·文学传序》中所概括：“江左宫商发越，

贵于清绮。河朔词义贞刚，重乎气质。气质则理胜其词，清绮则文过其意。理深者，便于时用文华者宜于咏歌，此其南北词人

得失之大较也。若能掇彼清音，简兹累句，各去所短，合其两长，则文质斌斌，尽善尽美矣。”
○38
“徐魏之争”恰是这一对立、

消长和融合的典型个案。徐陵两次使北后，吸收了北方文学的因子，晚年改变了诗风和文风；而魏收在出使梁朝及与徐陵的交

锋中也暗暗学习了南方的清丽辞藻。徐陵和魏收初步为南北文学的合流和融合作出了可贵的实践，并影响了初唐一代文人。 

徐陵作为南朝代表诗人和“一代文宗”，直接影响了唐初的著名文人虞世南、褚亮等人。虞世南“文章婉褥，慕仆射徐陵，

陵白以类己，由是有名”
○39
；褚亮“年十八，诣陈仆射徐陵，陵与商榷文章，深异之”

○40
。这些在徐陵作品直接影响下成长起来

的作家，其创作不可避免地继承了徐陵的词采、绮靡和声律。初唐贞观文坛所盛行的绮靡诗风，追溯其风格特征，最终都能够

归结到徐陵的身上。 

魏收作为北朝代表诗人则直接影响了贞观文坛的代表人物魏征、李百药等人。魏征除了文学观念继承了其族兄魏收外，其

诗歌创作的内容和风格亦与魏收极为相似，多实用性的郊庙乐章及奉和应制之作，更有代表性的是他的引领盛唐风格的气骨诗。

沈德潜《唐诗别裁》评价他的《述怀》诗说：“气骨高古，变从前纤靡之习。盛唐风格发源于此。”
○41李百药的父亲李德林深受魏

收的器重与奖掖，撰文支持魏收关于《齐书》“起元”的观点，甚至其字（李德林字公辅）也是由魏收所取定
○42。故李德林父子

崇敬、学习魏收自在情理之中。李百药的咏怀古迹诗代表作《呈俘城怀古》《晚秋登古城》颇有魏收古风格调。然李百药也兼学

徐陵，《新唐书·李百药传》载其“七岁能属文，父友陆又等共读徐陵文，有‘刘琅邪之稻’之语，叹不得其事。百药进曰：春

秋‘禹肠子藉稻’，杜预谓在琅邪。客大惊，号奇童”
○43。 

徐陵为代表的绮靡诗风与魏收提倡的雅正的格调构成了初唐文坛两种不同的风貌，并有逐渐融合的倾向。 

（三）“徐魏之争”是唐代诗文“复古派”和“今体派”对峙的先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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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魏之争”中“新变”和“复古”这两个对立的创作倾向在初唐经过唐太宗贞观文坛潜在发展，到唐高宗龙朔以后的文

坛再次被激活，从此上演了一连串新版的“徐魏之争”。从龙朔文坛“初唐四杰”与“文章四友”的分道扬镶，到武后朝文坛终

于形成了唐代文学史上“新变”和“复古”对立的第一个高潮：以沈佳期、宋之问、李娇、张说等为代表的“珠英学士”就是

沿着徐陵、庚信这一批诗人“声律”“辞藻”的创作方向，在形式美学方向上的进一步发展；与此同时，陈子昂、卢藏用、王无

竞、乔知之、薛程等人则沿着魏收“复古”和“雅正”的创作方向，提倡汉魏风骨和风雅比兴，与沈宋一派形成对立。再到天

宝、大历间，古今体派之间的冲突达到有唐一代的顶峰。虽然今体派逐渐占据了压倒性优势，但从元结对今体派的猛烈抨击，

韩柳对古文的提倡，韩孟对古体诗的宣扬等文学现象中可见两派对立斗争贯穿全唐。
○44
而唐代诗文的古今体之争可从“徐魏之争”

中找到渊源，可视为“徐魏之争”在新时代环境下的延续和演绎。中唐新变派干将刘禹锡声称“北朝文士重徐陵”（《洛中寺北

楼见贺监草书题诗》），晚唐新变派代表人物李商隐写有“效徐陵体”诗。但与“徐魏之争”不同的是，唐代诗文古今体两派在

斗争中实现了融合与和谐，“声律”与“风骨”“清绮”与“贞刚”实现了真正的结合，唯其如此，才成就了大唐诗文的辉煌。 

注释： 

①姚思廉：《陈书·徐陵传》，北京，中华书局，1972年，第 335页。 

②魏收：《魏书》卷一百四“自序”:“与济阴温子升、河间邢子才齐誉， 

③颜之推著，王利器集解：《颜氏家训集解》，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④魏收：《魏书》，第 1876页。 

⑤刘惊著，程毅中点校：《隋唐嘉话》，北京，中华书局，1979 年，第世号三才。”北京：中华书局，1974 年，第 2324 一 2325

页。1980年，第 254页。55页。 

⑥王世贞：《彝州四部稿》卷一百二十二《文部》，明万历五年刻本。 

⑦胡应麟：《诗数》，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第 155一 156页。 

⑧唐长孺：《论南朝文学的北传》，《唐长孺社会文化史论丛》，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 232页。 

⑨周一良：《略论南朝北朝史学之异同》，《魏晋南北朝史论集续编》，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1年，第 104页。 

⑩钱锤书：《管锥编》，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第巧 08页。 

○11李延寿：《南史》，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 1523页。 

○12严可均：《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北京：中华书局，1958年，第 3872页。 

○13徐陵著，许逸民校笺：《徐陵集校笺》，北京：中华书局，2008年，第 830页。 

○14姚思廉：《陈书》，北京：中华书局，1972年，第 335页。 

○15李百药、令狐德菜等：《北齐书·魏收传》，北京：中华书局，1972年，第 485、492、484页。 



 

 8 

○16魏收：《魏书》，第 1869、2326、1869页。 

○17徐陵编，吴兆宜注：《玉台新咏笺注》，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 13页。 

○18王运熙、杨明：《魏晋南北朝文学批评史》，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第 303页。 

○19洪迈：《容斋随笔》，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第 4页。 

○20徐陵著，许逸民校笺：《徐陵集校笺》，第 3页。 

○21颜之推著，王利器集解：《颜氏家训集解》，第 254页。 

○22李百药、令狐德菜等：《北齐书》，第 492页。 

○23丁功谊：《从永明体到近体―徐陵诗歌声律考》，广西师范大学 2002年硕士学位论文。 

○24刘知几著，黄寿成校点：《史通》，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第 14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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